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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界贫困群体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时期及乡村振兴中农户返贫的潜在增量,
 

研究其内涵、
 

识别方法和影响

机理对构建农村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阐释临界贫困内涵的基础上,
 

构建了临界贫困群体的识别

指标体系,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中位数比例法和Dagum基尼系数,
 

基于重庆市3
 

117份农户样本,
 

对

临界贫困群体的识别及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样本农户的多维临界贫困指数整体较低,
 

且呈

现正态分布特征,
 

介于0.257和0.839之间;
 

从3
 

117份一般户样本中识别出330户临界贫困户,
 

临界贫困发生

率为10.59%;
 

在15个探测指标因素中,
 

海拔、
 

耕地流转情况、
 

文化程度、
 

劳动力数量、
 

医疗教育负担、
 

到场镇

距离、
 

疫情灾情影响、
 

政策满意度、
 

政策期望值9个指标因素与样本农户临界贫困群体在不同水平下具有统计学

意义。
 

外部环境因素中区域资源禀赋匮乏、
 

外部机会获取偏少和地方政策支撑薄弱,
 

内部个体因素中农户个体能

力较弱、
 

内生动力不足和家庭个体水平较差是造成临界贫困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应规范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标

准和程序,
 

构建防止返贫致贫的动态监测预警以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机制,
 

建立分类管理、
 

分类帮扶、
 

分类

施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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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poverty
 

group
 

—
 

a
 

potential
 

increment
 

of
 

causing
 

poverty
 

for
 

peasant
 

household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hose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method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a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ural
 

poverty.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critical
 

pover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tical
 

poverty
 

group,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ritical
 

poverty
 

group
 

based
 

on
 

3
 

117
 

peasant
 

household
 

samples
 

in
 

Chongqing
 

City
 

by
 

using
 

full
 

array
 

polygon
 

comprehensive
 

graph
 

method,
 

median
 

ratio
 

method
 

and
 

Dagum
 

Gini
 

coef-
fici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multi-dimensional
 

critical
 

poverty
 

index
 

of
 

the
 

sample
 

peasant
 

households
 

is
 

low,
 

and
 

presents
 

norm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mainly
 

between
 

0.257-0.839;
 

330
 

critical
 

poverty
 

households
 

were
 

identified
 

from
 

3
 

117
 

general
 

households,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10.59%.
 

Among
 

the
 

15
 

detection
 

indicator
 

factors,
 

including
 

altitude,
 

farmland
 

transfer
 

situation,
 

cultur-
al

 

level,
 

labor
 

force,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burden,
 

distance
 

to
 

town,
 

impact
 

of
 

epidemic
 

and
 

disaster,
 

policy
 

satisfaction,
 

policy
 

expectations,
 

and
 

other
 

9
 

indicator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critical
 

poverty
 

group
 

of
 

sample
 

farmer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critical
 

poverty
 

are
 

the
 

lack
 

of
 

regional
 

resource
 

endowments,
 

limited
 

access
 

to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weak
 

local
 

policy
 

support
 

i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weak
 

individual
 

abilities
 

of
 

farmers,
 

insufficient
 

en-
dogenous

 

motivation,
 

and
 

poor
 

individual
 

household
 

levels
 

in
 

internal
 

individual
 

factors.
 

Local
 

govern-
ments

 

should
 

standardize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relatively
 

impoverished
 

popula-
tions,

 

establish
 

dynamic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assistance
 

mechanisms
 

to
 

prevent
 

poverty
 

and
 

low-income
 

rural
 

populations
 

from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classified
 

manage-
ment,

 

assistance,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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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
 

如何保障脱贫农户不返贫、
 

临界贫困农户不致贫、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

展,
 

已成为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1]。
 

近年来各级政府把防止返贫任务摆在重要位置,
 

适时组织对

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
 

对风险较大的脱贫人口实施重点监测并及时给予帮扶。
 

从扶贫开发历程看,
 

各地

政府均以国家设定的贫困识别标准将农户分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两个群体,
 

部分没有被纳入扶贫系统的非

贫困户家庭以及脱贫后收入水平仍处于临界状态的农户,
 

在未持续受到扶贫政策惠及的情况下容易致贫或

返贫,
 

因此需要将这部分群体识别出来,
 

并制定临界贫困群体监测预警机制。
 

在国内外扶贫开发工作进程

中,
 

临界线贫困在区域整体性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客观存在。
 

后2020时期,
 

脱贫农户具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
 

贫困地区人口、
 

产业、
 

环境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被看作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标志[2]。
 

因此,
 

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需要重视临界贫困、
 

相对贫困和边缘性贫困等问题,
 

实现农村地区各群体之间整

体协调发展。

目前,
 

学术界有关脱贫农户增收、
 

返贫风险的研究较多,
 

但基于临界贫困视角,
 

研究临界贫困群体的

相关文献较少。
 

通常而言,
 

临界贫困是指临界线贫困,
 

一些人也称其边缘贫困[3],
 

即收入水平处于现行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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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线边缘或略高于贫困线,
 

但生活水平与贫困线以下制度认可的贫困群体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的状态[4]。
 

临

界贫困群体由于没有建档立卡,
 

没有接受过系统帮扶,
 

无法享受扶贫政策,
 

坠入贫困泥潭的风险要大于脱

贫户[5-6]。
 

文献[7]将临界脱贫人口定义为年收入高于贫困线
 

0~2
 

000美元的人口,
 

但不同国家的标准不

一,
 

多数学者将临界的标准设定为一个百分比,
 

即一般为贫困线收入的100%~150%,
 

但最高不超过当地

贫困线收入的200%[8-10]。
 

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关标准,
 

例如重庆市武隆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

发的《关于加强脱贫攻坚“临界户”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武隆扶贫组发〔2019〕5号)中对临界贫困户的识别

标准为:
 

上年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介于贫困线与贫困线1.2倍之间的农户,
 

以及因刚性支出较

大,
 

造成家庭人均负债超过上年全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时又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条

件的农户。
 

在防控机制方面,
 

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应该“输血”与“造血”同时进行[11-12],
 

特别应注重就业与产

业发展,
 

构建可持续长效增收机制[13]。
 

重庆市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基于大

山区、
 

大库区、
 

大城市、
 

大农村的特点,
 

面临着生态保护与贫困落后的矛盾,
 

临界贫困群体数量较大且面临

着巨大的致贫和返贫风险。
 

为助力巩固扶贫成效,
 

本研究开展临界贫困群体识别及影响机理实证研究。

1 临界贫困的概念与内涵阐释

有关临界贫困的概念与内涵,
 

相关学术成果较少,
 

但对于相对贫困的研究较多,
 

归纳起来为:
 

收入水

平处于现行贫困线边缘或略高于贫困线,
 

但生活水平与贫困线以下制度认可的绝对贫困群体相比并无明显

差异的状态[3-4]。
 

在临界贫困范围内,
 

无重大特殊支出,
 

但生活状态总体处于低水平,
 

应对风险能力小的容

易陷入贫困[14]。

本研究界定临界贫困的概念为:
 

家庭收入水平处于当地现行贫困线边缘,
 

或略高于绝对贫困线。
 

从家

庭物质条件、
 

经济水平、
 

行为能力、
 

发展机会和家庭负担等综合因素看,
 

整体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处

于临界贫困附近,
 

无重大特殊之处,
 

风险管控能力弱的易致贫或返贫。
 

这部分群体虽然收入水平刚好达到

脱贫标准,
 

但生活水平和收入来源与绝对贫困群体并无明显差异。
 

临界贫困按照衡量指标数量,
 

可分为单

维临界贫困和多维临界贫困。
 

单维临界贫困,
 

即仅考虑一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
 

如收入、
 

住房、
 

医疗、
 

教育

等方面;
 

多维临界贫困,
 

即需要考虑多维度、
 

多指标来衡量,
 

如包括收入、
 

医疗、
 

教育、
 

住房、
 

发展能力等

综合因素(图1)。

图1 临界贫困的内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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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界贫困的识别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识别方法

目前政府和学术界对临界贫困群体的识别标准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单一指标的识别方法;
 

二

是多维指标的识别方法。
 

单一指标的识别方法相对简单,
 

多以收入线作为标准来选择比例,
 

称为收入比

例法[15-16],
 

即将家庭年均纯收入为当地贫困线标准的110%~120%这部分人群纳入相对贫困群体。
 

多

维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方法较为复杂,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构建一套关于相对贫困的指标体系,
 

计

算出指标综合值,
 

其大小直接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相对贫困程度[17-18],
 

但这种方法不能反映贫困程度的相

对性,
 

其本质仍然是多维贫困;
 

另一种,
 

首先要构建一套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运用多维贫困指

数模型计算出综合值,
 

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中位数法识别相对贫困群体,
 

例如指数中位数的40%、
 

50%、
 

60%等。
 

有部分学者确立指数标准,
 

用比例法来识别相对贫困,
 

如指数标准线上的10%~30%作

为相对贫困群体[19-20]。

临界贫困其实质是相对贫困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在识别方法上具有类似之处,
 

但临界贫困类型的多样

性也促使识别方法的多样。
 

大致流程如下:
 

首先,
 

在科学性和数据获取性的原则下,
 

确定多维临界贫困测

度指标体系;
 

其次,
 

运用临界贫困测度模型,
 

代入农户数据,
 

计算出多维贫困综合指数;
 

然后利用中位数比

例法确定多个比例,
 

计算出不同比例的临界贫困群体数量;
 

接着运用基尼系数对不同比例的临界贫困群体

进行验证,
 

以求结果科学合理;
 

最后,
 

从内生性和外源性两个方面分析临界贫困的形成和影响机理。
 

具体

阐释见图2。

图2 临界贫困群体的识别路径阐释

2.2 指标体系构建

学界对贫困的研究早已由单维贫困转向多维贫困[21-23],
 

评价标准也由单一指标向多维指标转变。
 

临界

贫困的内涵随着农村贫困治理由生存型贫困向发展型贫困演变,
 

其评价指标也逐步由单维向多维度转向,
 

更侧重农户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条件。
 

本研究在临界贫困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
 

构建由物质条件、
 

经济水

平、
 

行为能力、
 

发展机会、
 

家庭负担5个方面,
 

家庭饮水条件、
 

家庭住房条件、
 

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家庭

成员受教育程度、
 

医疗负担水平等20个指标构成的临界贫困群体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临界贫困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阐述 属性 阈值

物质条件 家庭住房条件 按住房结构及安全等级赋值:
 

钢混4;
 

砖混3;
 

砖瓦2;
 

土木1;
 

CD级0 + 均值

家庭饮水条件 按饮用水来源赋值:
 

自来水4;
 

深井水3;
 

泉水2;
 

其他1 + 均值

家庭耐用品数量 按数量赋值:
 

7件及以上4;
 

4~6件3;
 

2~3件2;
 

1件及以下1 + 均值

家庭卫生厕所条件 按厕所类型赋值:
 

卫生水厕3;
 

卫生旱厕2;
 

非卫生厕所1 +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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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维度 指标 指标阐述 属性 阈值

经济水平 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 家庭常住人口人均纯收入/元 + 均值

家庭务工收入水平 家庭务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 均值

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 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 均值

负向转移性收入水平 低保金、
 

特困供养金、
 

残疾人补贴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 均值

行为能力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按学历赋值:大专及以上5;
 

高中4;
 

初中3;
 

小学2;
 

文盲或半文盲1 + 均值

家庭劳动力占比 16~60周岁有劳动能力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 + 均值

外出务工人数占比 务工6个月及以上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 + 均值

参加技能培训次数 家庭成员参加技能培训次数 + 均值

发展机会 参加专业合作社情况 按参加情况赋值:
 

未参加1;
 

参加但未进行生产经营2;
 

参与生产经营3 + 均值

劳动力转移就业占比 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口占家庭劳动力数量比例/% + 均值

疫情对产业发展影响
按有无影响及影响程度赋值:

 

没有影响4;
 

基本没有影响3;
 

有一定影响2;
 

影

响很大1
+ 均值

农产品销售渠道 按渠道个数赋值:
 

4个及以上4;
 

3个3;
 

2个2;
 

1个1;
 

没有0 + 均值

家庭负担 医疗负担水平 家庭残疾人和2021年住院总人数/人 - 均值

教育负担水平 2020年家庭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总人数/人 - 均值

养老负担水平 家庭60周岁及以上总人数/人 - 均值

生活负担水平 按感受赋值:
 

非常大4;
 

大3;
 

较小2;
 

小1 - 均值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重庆市地处中国西南部(28°10'-32°13'
 

N,
 

105°11'-110°11'
 

E),
 

幅员面积8.24×104
 

km2。
 

截至2021年

底,
 

辖38个区县,
 

户籍人口3
 

414.7万人,
 

常住人口3
 

212.43万人,
 

非农人口1
 

317.25万人,
 

地区生产

总值2.79万
 

亿元。
 

脱贫攻坚期,
 

全市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1
 

91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14个贫困区县

全部摘帽,
 

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
 

2020年全市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019元,
 

比上

年增长8.6%,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6.1%。
 

本研究依托2021年某重庆课题,
 

按照区(县)—镇

(乡)—村的抽样方法,
 

重点关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较低、
 

防返贫监测数据异常、
 

受疫情灾情影响较大、
 

基础条件较薄弱、
 

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较重难度较大的镇村,
 

样本量覆盖了重庆市具有脱贫任务的全部

33个区县,
 

抽样一般农户共计3
 

208户,
 

其中有效样本量3
 

117户,
 

问卷有效率达到97.16%。
 

量表整体

信度达到0.738,
 

各子量表均大于0.700,
 

样本数据的 KMO(Kaiser-Meyer-Olkin)值达到
 

0.754(大于

0.6),
 

Bartlett
 

球形度显著(p<0.05),
 

符合科学研究要求。

3.2 研究方法

3.2.1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是一种新兴的综合评价方法,
 

近年来被广泛运用到资源、
 

环境、
 

生态、
 

贫困

识别等多领域中。
 

与加权求和法相比,
 

该方法不用计算指标权重,
 

避免了权重的主观性,
 

使计算结果更具

客观性。
 

指标值的标准化采用双曲线标准化函数,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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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i-Li)×(Xi-Ti)

(Ui+Li-2Ti)Xi+UiTi+LiTi-2UiLi

S-=
(Ui-Li)×(Ti-Xi)

(Ui+Li-2Ti)Xi+UiTi+LiTi-2UiLi
(1)

式中:
 

Li、
 

Ti、
 

Ui 分别为指标xi 的最小值、
 

阈值和最大值;
 

S+和S-的公式分别用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的计算;
 

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临界贫困群体贫困程度的相对大小,
 

因此以指标平均值作为阈值Ti。

多维临界贫困指数(MPI)的计算公式如下:

MPI=
∑
n

i,j,
 

i≠j

(Si+1)(Sj +1)

2n(n-1)
(2)

式中:
 

Si、
 

Sj 分别为第i、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MPI为综合指标值,
 

MPI∈[0,
 

1]。

3.2.2 Dagum基尼系数

相比于传统的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能够将其分解为地区内差距、
 

地区间差距以及超变密度3个

组成部分。
 

为科学合理地确定临界贫困群体的标准,
 

借助Dagum基尼系数测算群体组间差异的优势,
 

验证

抽样农户临界贫困指数中位数40%、
 

50%、
 

60%和70%结果的差异性,
 

来最终确定识别临界贫困群体的标

准。
 

具体公式如下:

Gjh =
∑
nj

i=1
∑
nh

r=1
|yji-yhr|

njnh(Yj +Yh)
(3)

式中:
 

Gjh 表示j和h 两个群体之间的组间差距,
 

其值越大表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越大;
 

nj 和nh

分别表示j和h 两个群体的户数;
 

yji 和yhr 分别表示(jh)类农户多维临界贫困指数;
 

Yj 和Yh 分别是j和

h 两个群体多维临界贫困指数的均值,
 

n 是农户总数。

3.2.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23],
 

引入多维临界贫困决定力q,
 

通过分异及因子探测工具探测各指标对相对贫

困的影响。
 

各指标对多维临界贫困的决定力大小为:

q=1-
1

nσ2∑
l

h=1
 

nhσ2h (4)

式中:
 

nh 为在因素A 的类型h(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的样本数;
 

n 为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的所有样本数;
 

σ2 为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
 

当各因素对临界贫困指数具有决定力时,
 

每个类型(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的

离散方差σ2h 会较小,
 

类型(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之间的离散方差会较大。

3.3 结果分析

3.3.1 多维临界贫困综合指数分析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测算了研究区3
 

117户一般户的多维临界贫困指数。
 

指数值越小表示

贫困程度越高,
 

指数值越大表示贫困程度越低。
 

结果表明:
 

研究区内一般户多维临界贫困指数整体偏高,
 

综合指数值为0.257~0.839,
 

均值为0.41,
 

农户个体差异显著,
 

最高值是最低值的3.265倍。

从指数分布看,
 

0~0.3的区间占比6.29%。
 

0.3~0.6的区间占比93.45%,
 

0.6~1的区间占比

0.26%,
 

主要分布于0.3~0.6的区间,
 

指数呈正态分布特征。

从不同维度上看(表1),
 

物质条件指数值为0~1,
 

均值为0.53。
 

其中指数值为0的有33户,
 

指数值

为1的有13户,
 

表明这部分农户的物质条件处于两个极端,
 

指数值为0的33户的物质条件值得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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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有52.42%的农户物质条件指数值为0.6~1;
 

经济水平指数值为0~0.67,
 

均值为0.20,
 

指数值主

要为0~0.3,
 

占比66.03%,
 

表明农户的经济贫困程度较高;
 

行为能力指数值为0~0.92,
 

均值较小为

0.16,
 

主要为0~0.3,
 

农户占比77.41%,
 

表明农户的行为能力水平较低,
 

需要提高个体和家庭生计能

力水平;
 

发展机会指数值为0~0.92,
 

均值为0.11,
 

主要为0~0.3,
 

农户占比89.48%,
 

发展机会指数

值较小;
 

家庭负担指数值为0.02~0.93,
 

均值为0.33,
 

指数主要为0.3~0.6,
 

占比52.42%,
 

家庭负担

主要表现为养老负担和生活负担。

表2 样本农户多维临界贫困指数分布 % 

临界贫困指数值分布区间 0~0.3 0.3~0.6 0.6~1
 

物质条件指数值区间占比 24.67 22.91 52.42

经济水平指数值区间占比 66.03 33.21 0.76

行为能力指数值区间占比 77.41 20.79 1.80

发展机会指数值区间占比 89.48 10.36 0.16

家庭负担指数值区间占比 36.51 52.42 11.07

综合指数指数值区间占比 6.28 93.46 0.26

3.3.2 多维临界贫困标准与识别

文章基于测算的多维临界贫困综合指数,
 

借鉴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结合重庆市调研农户具体

特征,
 

以综合指数的中位数比例作为划定临界贫困的标准,
 

识别临界贫困群体。
 

基于多维临界贫困指数分

布特征(图3),
 

综合指数正态分布且比较靠左,
 

中位数靠右的样本量比较少,
 

因此选择中位数的比例相对

较高,
 

分别选择60%、
 

65%、
 

70%、
 

75%、
 

80%、
 

85%、
 

90%、
 

95%
 

8个比例,
 

提供8种方案,
 

运用Dagum

基尼系数分别验证8种比例值划分群体的组间差距(表3)。
 

组间差距越大,
 

两组群体多维临界贫困指数相

差就越大,
 

说明选取的比例值更具合理性,
 

从而确定研究区农村临界贫困标准。

图3 样本农户多维临界贫困指数分布散点图

Dagum基尼系数验证结果显示,
 

方案1、
 

方案2的标准皆低于临界贫困综合指数的最小值,
 

临界贫困

农户数量为0,
 

因此两种方案不做考虑。
 

方案3到方案8中,
 

方案5的组间差距系数最大,
 

表明方案5对划

定样本农户临界贫困而言方案最优,
 

因此样本农户临界贫困群体识别选择80%作为研究区多维临界贫困指

数中位数的比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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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确定的中位数比例,
 

研究区3
 

117户一般农户中共计识别出330户临界贫困户,
 

临界贫困发

生率为10.59%。
 

从图3可以看出,
 

临界贫困群体均多数分布于0.3上下,
 

临界贫困群体中发展机会指数值

较低,
 

表明需要加强对样本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
 

劳动力转移就业、
 

疫情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农产品销售

渠道等方面的关注,
 

需要政府政策有针对性地介入,
 

提高这部分农户的行为能力。

表3 研究区样本农户临界贫困标准的Dagum基尼系数验证结果

方案 比例值 中位数 标准 临界贫困户数/户 占比/% 组间差距系数

1 60 0.39 0.24 0 0.00 0.00

2 65 0.39 0.26 0 0.00 0.00

3 70 0.39 0.27 19 0.61 0.33

4 75 0.39 0.29 149 4.78 0.33

5 80 0.39 0.31 330 10.59 0.34

6 85 0.39 0.33 572 18.35 0.33

7 90 0.39 0.35 840 26.95 0.33

8 95 0.39 0.37 1
 

207 38.72 0.32

3.4 影响因素分析

3.4.1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相对贫困和临界贫困的治理问题一直存在。
 

多维临界贫困的内涵具有综合性,
 

影响临界贫困的因

素非常多,
 

主要包括内生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两大方面[19]。
 

本研究选择资源禀赋、
 

个体家庭、
 

外部机会、
 

政策认知4个维度15个指标构建临界贫困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4)。

表4 临界贫困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

资源禀赋因素 海拔 农户居住地海拔/m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户籍总人数/(hm2·人-1)

耕地是否流转 按流转现状赋值:
 

是1;
 

否0

个体家庭因素 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人

家庭文化程度 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之和/总人数/(年·人-1)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18~59岁有劳动能力数量/人

医疗教育负担 (年医疗支出+年教育支出)/家庭年纯收入/%

外部机会因素 到场镇距离 居住地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距离/km

所在村类型 按村的类型赋值:
 

脱贫村3;
 

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2;
 

一般村1

疫情灾情影响 按影响赋值:
 

没有影响4;
 

基本没有影响3;
 

有一定影响2;
 

影响很大1

公益性岗位 按是否参加公益性岗位(包括人社局和村集体开发)赋值:
 

是2;
 

否1

政策认知因素 帮扶政策认知
按熟悉度和是否需要赋值:

 

熟悉且需要4;
 

熟悉不需要3;
 

不熟悉但需

要2;
 

不熟悉且不需要1

政策满意度
按满意程度赋值:

 

非常满意4;
 

满意3;
 

基本满意2;
 

不满意1;
 

非常不满

意0

政策期望值
按信心程度赋值:

 

非常有信心4;
 

有信心3;
 

一般2;
 

没有信心1;
 

非常没

有信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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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多维临界贫困群体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显示,
 

在15个探测指标因素中,
 

海拔、
 

耕地流转情况、
 

家庭文化程度、
 

劳动力

数量、
 

医疗教育负担、
 

到场镇距离、
 

疫情灾情影响、
 

政策满意度、
 

政策期望值9个指标因素与样本农户

临界贫困群体在不同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5)。
 

其中,
 

决定力q值最大和最小的因素分别为家

庭劳动力数量和年龄。
 

资源禀赋因素方面,
 

选取的3个指标中有2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q值相对较

小,
 

海拔和耕地是否流转两个因素分别在p=0.01、
 

p=0.05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q 值分别为0.102

和0.116;
 

剩余人均耕地面积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个体家庭因素方面,
 

整体看其对样本农户临界贫

困群体的影响较大,
 

选取的5个指标中有3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q值相对较大。
 

家庭劳动力数量因

素的决定力最大,
 

其在p=0.01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q 值为0.456;
 

家庭文化程度因素决定力次之,
 

其在p=0.01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q 值为0.204;
 

医疗教育负担因素在p=0.05水平具有统计学意

义,
 

q值为0.167;
 

年龄、
 

家庭人口数量2个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外部机会因素方面,
 

4个因素中有

2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分别为到场镇距离、
 

疫情灾情影响,
 

均在p=0.05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q值

分别为0.114、
 

0.157;
 

所在村类型和公益性岗位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公益性岗位一般安排给贫困户

或监测户,
 

对一般农户的影响不大。
 

政策认知因素方面,
 

有2个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为政策满意度

和政策期望值,
 

均在p=0.05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q值分别为0.182和0.211;
 

帮扶政策认知因素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 样本农户临界贫困影响因素探测分析

类型 指标 q值 p 值

资源禀赋因素 海拔 0.102 0.000***

人均耕地面积 0.032 0.437

耕地是否流转 0.116 0.013**

个体家庭因素 年龄 0.008 0.234

家庭人口数量 0.083 0.752

家庭文化程度 0.204 0.000***

家庭劳动力数量 0.456 0.000***

医疗教育负担 0.167 0.006**

外部机会因素 到场镇距离 0.114 0.021**

所在村类型 0.031 0.124

疫情灾情影响 0.157 0.008**

公益性岗位 0.082 0.235

政策认知因素 帮扶政策认知 0.023 0.222

政策满意度 0.182 0.007**

政策期望值 0.211 0.000**

4 临界贫困群体影响机理分析

临界贫困农户作为各级政府和社会需要关注的特殊群体,
 

其生计状态和生计策略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临界贫困群体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
 

归纳起来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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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因此,
 

将15个评价指标因素归类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两大方面,
 

其中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海

拔、
 

人均耕地面积、
 

到场镇距离、
 

所在村类型、
 

疫情灾情影响、
 

公益性岗位、
 

政策满意度等7个;
 

内部动力

因素包括耕地是否流转、
 

年龄、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文化程度、
 

家庭劳动力数量、
 

医疗教育负担、
 

帮扶政策

认知及政策期望值8个指标因素(图4)。

图4 临界贫困群体影响机理阐释

外部环境因素中,
 

区域资源禀赋匮乏、
 

外部机会获取偏少和地方政策支撑薄弱是造成临界贫困的主

要因素。
 

从研究结果看,
 

有海拔、
 

耕地是否流转、
 

到场镇距离、
 

疫情灾情影响和政策期望值5个指标对

样本农户临界贫困具有显著影响。
 

①
 

海拔因素。
 

从宏观上看,
 

区域海拔整体上对贫困的形成与治理具有

显著的影响,
 

中国农村贫困农户主要集中于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也是海拔较高的山区。
 

从县域或

镇域尺度看,
 

海拔对贫困的形成具有差异性,
 

如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
 

内蒙高原等地,
 

贫困农户的空间

分布影响就不那么明显。
 

但是重庆的地理环境具有区域特殊性,
 

集聚大山区、
 

大库区、
 

大城市、
 

大农村

的特点,
 

在海拔较高的库区和山区,
 

自然环境恶劣、
 

交通不便、
 

耕地质量差等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从识别的临界贫困群体看,
 

有67.85%的农户在海拔700
 

m以上。
 

②
 

耕地是否流转因素。
 

临界贫困群体

对耕地资源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家庭收入可能主要来源于务工或其他方面,
 

将耕地流转后才能摆脱土

地的束缚,
 

并且山区耕地破碎、
 

质量差,
 

农业收益较低。
 

③
 

到场镇距离因素。
 

到场镇距离可以从两个方

面来衡量,
 

一是车程距离,
 

二是空间距离。
 

场镇作为农村地区交通、
 

物质集散、
 

信息汇集等中心,
 

如果距

离场镇较远,
 

可能造成农户外部信息获取不畅、
 

远距离务工乘车成本增加等问题。
 

④
 

疫情灾情影响因

素。
 

疫情和近年的旱情水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户的收入具有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因疫情管控而导致

的交通不便、
 

工厂减产或停工,
 

对临界贫困群体务工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识别的330户临界贫困

农户中有45%表示疫情对收入影响较大和有一定影响。
 

重庆渝东北和渝东南部分山区属于喀斯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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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影响到农业生产用水和少部分农户的生活用水。
 

⑤
 

政策期望值因素。
 

临界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的

期望值较大,
 

如临界贫困农户对“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低保、
 

产业发展、
 

就业帮扶等方面的期

望较大。
 

政策期望值因素反映临界贫困农户希望通过外界政策的实施,
 

促使自身提高生计能力,
 

期望值

越高侧面反映农户行动和新兴力越强。

内部个体因素中,
 

农户个体能力较弱、
 

内生动力不足和家庭个体水平较差是造成临界贫困的主要因

素,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文化程度、
 

家庭负担、
 

政策满意度等。
 

①
 

家庭劳动力数量因

素。
 

家庭人口数量对于临界贫困群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越多,
 

获得的转移性收入越多,
 

如农村低

保补助、
 

临时救助等。
 

②
 

家庭文化程度因素。
 

文化程度影响农户对政策的认知水平。
 

农户文化程度和获取

的市场信息不同,
 

导致对各种政策的认知不同,
 

影响到农户对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
 

影响其对政策的期望

值。
 

例如产业帮扶政策,
 

贫困农户对于发展何种高收益产业,
 

需要产业信息和市场信息,
 

如果对于政策认

知不强,
 

会导致发展产业信心不足或者发展不适当的产业,
 

收益较低。
 

③
 

家庭负担因素。
 

家庭负担小大影

响着农户生计水平,
 

影响家庭负担的因素很多,
 

包括教育负担、
 

医疗负担、
 

生产负担等多方面。
 

如家庭在教

育和医疗方面投入较大,
 

相应在生活、
 

生产方面投入减少,
 

负担特别大的时候会严重影响生活水平,
 

造成

农户进入贫困状态。
 

④
 

政策满意度因素。
 

政策满意度衡量政策落地的效果如何,
 

满意度因素对临界贫困农

户影响较大,
 

理由是他们既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又对政策的期望值较高。
 

一般而言,
 

政策对他

们的增收效果不好,
 

其满意度就比较低。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以临界贫困为视角,
 

通过阐释临界贫困的内涵和识别流程,
 

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

法、
 

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
 

对重庆市33个区县的样本农户进行了临界贫困群体的识

别和影响因素分析,
 

并从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对临界贫困的形成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
 

具体

研究结论如下:

1)
 

研究区内样本农户的多维临界贫困指数整体较低,
 

且呈现正态分布特征。
 

样本农户多维临界贫困指

数均呈现一个较低的水平,
 

表明研究区内农户的贫困程度相对较低,
 

经过多年来的乡村贫困治理,
 

农民的

生活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差异比较大。
 

综合指数值为0.257~

0.839,
 

整体呈现正态分布的特点,
 

表明大多数农户的家庭生活水平都处在一个中等水平,
 

符合现实情况。

2)
 

基于中位数比例法和Dagum基尼系数验证,
 

以及研究区乡村贫困治理现状,
 

样本农户临界贫困群

体的识别以中位数比例的80%最为科学合理。
 

具体看,
 

从3
 

117户样本农户中识别出330户临界贫困户,
 

临界贫困发生率为10.59%。
 

临界贫困群体呈现正态分布的特点,
 

主要集中于指数0.3的上下,
 

临界贫困群

体中发展机会指数值较低。

3)
 

临界贫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动力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中,
 

区域资源禀赋匮

乏、
 

外部机会获取偏少和地方政策支撑薄弱是造成临界贫困的外部因素。
 

从研究结果看,
 

有海拔、
 

耕地是

否流转、
 

到场镇距离、
 

疫情灾情影响和政策期望值5个指标对样本农户临界贫困具有显著影响。
 

内部动力

因素中,
 

农户个体能力较弱、
 

内生动力不足和家庭个体水平较差是造成临界贫困的主要因素,
 

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文化程度、
 

家庭负担、
 

政策满意度等。
 

临界贫困群体和绝对贫困群体、
 

非贫困群

体在生活水平出现大幅度提高或降低时,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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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策建议

随着2020年中国农村消除绝对贫困,
 

转而进入乡村振兴阶段,
 

农村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由

于中国幅员面积辽阔,
 

城乡发展不平衡状态持续时间长,
 

农村中的临界贫困、
 

相对贫困和边缘性贫困等问

题,
 

仍然制约着农村各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
 

针对重庆市临界贫困群体的空间分布和生计状态,
 

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一,
 

做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临界贫困群体的识别。
 

强化部门数据共享、
 

及时比对、
 

分析预警,
 

高度

重视防返贫监测和帮扶信息采集更新工作,
 

加强动态管理,
 

对新发现的监测对象及时纳入监测预警范围,
 

及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信息系统,
 

动态掌握监测对象识别情况,
 

及时落实帮扶责任人。

第二,
 

强化巩固脱贫成果的产业支撑,
 

增加临界贫困群体收入。
 

加强扶贫资产后续管理,
 

持续加大衔

接资金投入产业的力度,
 

加大对联农带农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针对性地提供产业培训指导,
 

进一步

完善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
 

激励机制,
 

实现产业农户增收能力和增收效果同步提升。

第三,
 

加强公益性岗位安排和后续管理的精准度。
 

结合岗位需求和村社劳动力实际情况,
 

精准安排和

管理公益性岗位,
 

确保公益性岗位的带贫益贫作用,
 

稳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
 

规范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流

程,
 

督促用工单位严格按照公益性岗位政策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建立公益性岗位实名制数据库,
 

动态

掌握人员在岗情况和领取补贴情况。

第四,
 

加强基层干部业务培训,
 

提升帮扶能力。
 

通过政策培训、
 

业务培训、
 

监督考核等方式着力提升驻

村工作队及村干部履职能力,
 

组织学习中央和市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精神和决策部署,
 

帮助干部了解掌握

各项涉农政策,
 

熟悉帮扶工作的目标、
 

任务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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